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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理论”的表象与实质

———以事实认定为视角

王星译

　　内容提要：“印证理论”的核心命题“印证是证明模式（方法）”，是对印证属性的错误
界定，进一步造成与自由心证、证明标准等相关概念的淆乱。究其实质，印证既非证明模

式，亦非证明标准，而是一种证据分析方法，也可作为一种证据审查判断方法。印证从证

据直接跨越到事实，未通过法律推理、诉讼认识论等裁判机制建立并证立二者之间的联

系。裁判者片面依据印证来择选适用证据、认定事实的做法有违合法律性，并缺乏正当

性。印证低估了事实认定的复杂性，亦无法充足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证据互相印证”

的效果既不能充足证据的真实性，也不必然意味着高的证明力，更不等同于证明标准已达

成、证明负担被卸除。尽管融合了“心证”的因素，但“印证理论”仍过于强调并追求证明

标准的具体化与客观化，否定事实认定标准的主观性，拒斥裁判主体的主体性。

关键词：印证理论　事实认定　证明模式　证据判断

王星译，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引　言

通过观察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有论者把我国法中的证明模式描述概括为“印证”，即

“证据间互相印证”。〔１〕 印证证明后被发展完善为“印证理论”（或“印证证明理论”），并

逐渐被学术界接受，也为我国立法规范所认可。〔２〕 但与此同时，学术界仍不乏质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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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有关“印证理论”的系统性观点，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２期。
“印证”一词出现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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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之声音。〔３〕 为示回应，支持论者对该理论做出修正。修正后的“印证理论”也包含不

同学术见解，如有论者强调印证与心证的融合，〔４〕或主张“印证—心证—追证—验证”相

结合，〔５〕还有论者建议在印证中融入程序机制（程序正义）〔６〕等。尽管如此，囿于核心命

题与内在结构均存在重大缺陷，“印证理论”仍无法回应否定论者的抨击。另有学者尝试

寻求其他的证明模式。有学者提出刑事证明的两种模式（验证模式和体系模式）；〔７〕有学

者主张用“最佳解释推理”替代印证证明模式〔８〕等。总之，围绕“印证理论”，学术见解百

家争鸣，论题广泛涉及自由心证、法定证据主义、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等。前述学术论

争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不仅丰富了学术智识，还为促成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对话并达成共

识助力良多。

实际上，早在“印证理论”提出之初，便已有学者揭露并论证了“印证证明模式”及该

理论的局限性与缺陷，并认识到印证所追求的“极致客观主义”给刑事司法体系带来的消

极影响。但围绕“印证”〔９〕的学术研讨仍是“未竟事业”，有必要厘清“印证理论”带来的

概念淆乱与论题错位。本文围绕该理论的核心命题，以刑事审判中的事实认定为视角，探

讨以下三个基础性问题：印证是“证明模式”吗？如何认识“印证理论”的表象？为其表象

所掩饰的本质是什么？

一　“印证理论”的表象

严格地讲，“印证理论”仅有印证的“表象”，从未在内部建立起明确的理论体系，甚至

也未清晰地阐释其本质内容。故此，本文称该理论为“印证学说”，以示区别。首先，“证

明模式”一词不仅具有模糊性，而且具有误导性。其次，相较于内部不自洽而言，“印证学

说”造成相关概念淆乱的“危害”更甚。再者，围绕该学说的学术争论，很大一部分并没有

清晰阐释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仅仅停留于该理论宣示的“表象”———当然这相当程度上可

以归咎于该学说本身的模糊性。最后，印证学说提出的“泛化及扩张适用印证”的主张，

导致其内涵与外延更加模糊。鉴于此，为了对印证学说作整体性反思，有必要重新认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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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张文娟：《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相互印证”与“自由心证”之辨———相互印证弊端之实证分析》，载何家

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１３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周洪波、缪辛：《模糊的刑事证明逻辑》，《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
准印证化之批判》，《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杨波：《审判中心下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
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等。
参见蔡元培：《论印证与心证之融合———印证模式的漏洞及其弥补》，《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
第３期，第１７６－１７８页。
印证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坚持印证主导，加强心证功能，注重追证作用，发挥验证功效。参见龙宗智：《刑事印证证

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１６７页。
参见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向燕：《“印
证”证明与事实认定———以印证规则与程序机制的互动结构为视角》，《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等。
参见褚福民：《刑事证明的两种模式》，《政法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罗维鹏：《印证与最佳解释推理———刑事证明模式的多元发展》，《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印证理论”的论者多用“（刑事）印证”、“（刑事）印证证明”、“证据互相印证”等词语，但为保持语言的简洁与

一致性，除特别列明，本文统一用“印证”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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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表象”。

（一）“印证理论”导致概念淆乱

尽管印证学说把印证界定为一种“证明模式”或“证明方法”，但却被“裹挟”至证明标准

主客观化之争（或抽象化、具体化之争）的论题之中，导致观点争论的场域被替换为“事实认

定标准”。印证学说甚至把这一标准混同于证明标准，以致于将其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等概念相联系。不仅如此，印证学说还将其所论“印证证明模

式”归属为自由心证亚类型，同时强调其与西方自由心证存在本质上的差别。〔１０〕 甚至，修正

后的“新印证理论”主张把“心证”（自由心证）纳入到印证体系之中，认为“心证既为证明

方法，亦为证据标准，其特点是主观的‘内省性’———事实判断者基于自身经验进行证据

感知和思维，从而建立内心确信”。〔１１〕 总之，印证学说加剧了相关概念的淆乱。在此，为

了论证的准确性以及语言的规范性，有必要澄清相关概念的内容并厘清概念之间的界限。

自由心证、自由评价证据与内心确信并不完全等同。日本《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

自由心证原则，即证据的证明力由裁判者自由判断。〔１２〕 与之类似，英美法则常用“自由评

价证据”，〔１３〕亦在强调证据证明力由事实裁判者（法官或陪审团）自由判断。尽管二者均

源自法文“ｉｎ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但并非完全对应，可以直译为“内心确信”。内心确信制度
产生于理性解放时代，废除了中世纪的法定证据制度，倡导解放裁判者（法官）的自主性，

允许其将理性用于个案裁判。〔１４〕 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法律不应当预先规定证

据的证明力大小，应当交由法官在个案中审酌全案证据自由判断，此为前提；其二，指控事

实是否成立，要诉诸于法官内心是否确信被告人有罪。由此可见，法国法上的内心确信实

际上既包含了证明力的自由判断（自由心证或自由评价证据），也包含了指控罪名成立的

定罪标准。〔１５〕 因此，为了语义的明晰性与话语体系的一致性，在论及不同概念时，应当明

确其所指。〔１６〕

证明标准，即控方欲使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如我国法上的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又如美国法上的“排除合理怀疑”以

及上文所述法国法上第二个层面的“内心确信”。证明标准与定罪标准相为表里：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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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１０９页。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３１８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
英美学者有时将“ｆｒｅ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与“ｆｒｅｅｐｒｏｏｆ”（自由证明）混用，均指事实裁判者对证据证明力的自
由评价；但严格说来，“自由证明”乃与“严格证明”相对应的概念，可能造成混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区

别”，参见林钰雄著：《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１８页。
参见［法］贝尔纳·布洛克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９－８１页。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５３条规定：“重罪法庭退庭之前，审判长宣读以下训词。这一训词用粗体大字张贴于
评议室最明显的位置：‘法律不过问法官形成自我确信的理由，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某种规则并让他们必须依赖

这种规则去认定某项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静气、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决定，本着

诚实，本着良心，依其理智，寻找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理由所提出之证据产生的印象。法律仅向法官提出一个概

括了法官全部职责范围的问题：您有内心确信之决定吗？’”本条译文参见［法］贝尔纳·布洛克著：《法国刑事

诉讼法》，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９页。
我国也有学者撰文指出，应当回归到欧陆法语境探讨自由心证的历史生成及其核心要义。参见施鹏鹏：《刑事裁

判中的自由心证———论中国刑事证明体系的变革》，《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８－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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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证明为视角，则该标准为证明标准；如以裁判者认定犯罪事实为视角，则该标准即为

定罪标准。

自由心证本身并非证明标准，但二者之间有密切关联。控方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

需要由裁判者综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１７〕且该判断以法律不预先规定证据证明力大小为

前提。故此，证明标准便与自由心证联系起来了。换言之，裁判者在认定事实时，有权力

与职责自由判断证据证明力（自由心证及第一层面的内心确信）；在自由审酌证据证明力

高低之后，裁判者要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即做出裁判），此为现代刑事司

法制度上的证据裁判原则。总之，证明标准是否得到满足最终要诉诸裁判者的内心。例

如，在英美法语境下，法官筛选掉不具可采性的证据之后，至于控方证明是否排除了合理

怀疑，仍需要事实认定者（法官或陪审团）内心做出主观判断，即做出无罪或有罪的笼统

判决，并且不需要披露该心理过程。

（二）印证是“证明模式”吗？

印证学说的核心论点是，我国刑事诉讼采印证证明模式。所谓证明模式，即“实现诉

讼证明的基本方式，即人们在诉讼中以何种方式达到证明标准，实现诉讼证明的目

的”。〔１８〕 但是，印证的确属于“证明模式”吗？

１．“证明模式”一词具有模糊性

“证明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具有误导性的词语。探讨“证明模式”的学术文章

多对该词意指语焉不详。印证理论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使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从

而做出事实判定”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印证”，该模式即“印证证明模式”。印证学说通过

考察人类诉讼证明史，概括出三种基本的证明方式：“神意证明方式”、“法定证明模式”、

“自由心证”，〔１９〕印证证明模式被归属为自由心证的亚类型，与神意证明、法定证明并

称。〔２０〕 因此，“证明模式”是某种“证明方式”、“证明方法”。简言之，印证学说认为，印证

即证明方法。〔２１〕

印证学说的核心命题暂且搁置不论。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有必要对“证明方法”作

简要考察。在现代法治语境下，一般意义上的证明方法可以有：证据、常识与理性、经验法

则，或用法院司法认知免除证明等。论及证明方法时，语境中必须有承担证明的主体，以

及证明所指向的主体对象，即事实裁判者（神明、法官或行政官等）。此时，证明方法即当

事人双方对各自主张的“证明行为”，或反驳对方主张的“抗辩行为”。因此，证明的方法

实际上指向的是当事人双方的举证及证明行为。印证理论所谓之“证明方法”显然不属

于真正的“证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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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自由心证原则的再认识：制约与保障———以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为中心》，《政法论丛》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第１６页。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１０７、１０９页。
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１０７、１０９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已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印证与印证规则“均达不到支撑我国证明模式或证据制度的

‘分量’”。参见汪海燕：《印证：经验法则、证据规则与证明模式》，《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３３页。
参见杨继文：《印证证明的理性建构———从刑事错案治理论争出发》，《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
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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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就印证学说所界定的“证明方法”而言，“证明模式”一词并不能准确概括

该学说所阐释的两部分内容：（１）使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２）做出事实判定。前者尚可
归属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明方法”，后者则未必如此。甚至，这两项内容根本归属不同层

面，不仅处于不同的诉讼时段，指向的诉讼主体也并不相同。其一，证明（及证明方法的

使用）在先，事实认定在后，这既是诉讼规律，也是诉讼常识。然而，“证明模式”却混淆了

刑事证明与个案裁判的程序时点。其二，“证明模式”忽略了主体性因素：使用证明方法

的主体是具有证明责任的一方（通常是控方），而认定事实的则是裁判者（法官或陪审

团）。就印证学说的核心命题而言，其显然是在面向法官这一主体展开论证的，而法官并

不是证明的主体。即使不考虑主体性要素，印证也并不是“证明”。正如印证学说所论，

印证的运作机理在于考察证据间的一致性，属于描述性行为；证明则属于一种附带证明主

张的说服行为。

不仅如此，印证学说对“证明方式”的发展历史也存在误读。其所谓之“神意证明方

式”、“法定证明模式”、“自由心证”并不是纯粹的证明方法，而是包含了事实认定的个案

裁判。换言之，与其说三者是某种证明方式，不如说三者属于某种裁判机制。更准确地

说，印证学说所界定的三种证明方法实际上是“事实认定模式”。在此有必要把前两种方

式与自由心证区别论证。

前二者存在于历史上的非理性时代，且神判法往往与法定证据制度密切相关。“神

意证明”下的火审、水审、面包审、决斗审等“行为”并非“证明”，该“行为”直接指向个案

裁判结果，即最终的事实认定。〔２２〕 其所谓之“法定证明”（即法定证据制度）同样循此逻

辑：在法律规定不同类型证言拥有不同程度证明力的制度背景下，原告主张若获得支持，

则要举出符合法定种类、法定数量的证据；原告完成该举证行为时，法官就必须依法做出

裁判。〔２３〕 由此可见，这两种方式中不存在裁判者的主体性与主观性。

与这两种方式不同，自由心证作为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否定，其已经融入了法官作为裁

判者的主体性兼主观性因素。如前所述，法国刑事诉讼法发展史的自由心证与“内心确

信”密切关联。自由心证是法官是否确信被告人有罪的制度性前提，即制定法并不预先

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在此基础上，裁判者自由评价证据证明力，然后诉诸于内心，即主观上

是否确信该指控成立：若是则有罪，若否则无罪。由此可知，自由心证并不宜被归属为证

明方法，而属于裁判机制的内容。

２．印证并非“证明模式”

揭示了“印证证明模式”带来的概念淆乱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印证学说的论

证脉络。印证学说的核心论点包括以下命题：（１）证明模式即证明方法；（２）在我国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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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有关神判制度，参见［美］亨利·查尔斯·李著：《迷信与暴力：历史中的宣誓、决斗、审判与酷刑》，Ｘ．Ｌｉ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也有学者认为，神判制度实际上是道德慰藉程序，而非真实发现程序。参见［美］詹
姆士·Ｑ．惠特曼著：《合理怀疑的起源》，

!

化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二版。
有论者在考察中世纪欧陆司法刑讯的起源时，论及彼时实际上把上帝作为事实裁判者，而神断法则属于上帝

对个案的裁判结果。参见ＪｏｈｎＨ．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Ｔｏｒ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ｒｏ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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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语境下，刑事审判正是法官使用印证这种证明方法，来“使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从

而做出事实判定”的；（３）上述司法现象可以被概括为“印证证明模式”。因此（４）印证即
是一种证明方法。由此可见，印证学说的核心命题不仅模糊、混淆了相关概念，而且逻辑

层次不清。

首先，印证证明模式的论证从“证明的方法”直接跨越到个案的“事实判定”，其间，

“偷换”了这两个范畴所指涉的“主体”———前者为当事人双方（当然，刑事诉讼中一般为

控方），后者为事实裁判者（法官或陪审团等）。

其次，在“偷换主体”的同时，还混淆了刑事证明的逻辑步骤。“证明的方法”重在证

明“行为”本身及证明主体所采用的“手段”，在用证明方法完成证明之后，刑事证明即告

终结，之后便转向裁判者做出裁判的行为，即“适用证据判定事实”，该事实认定行为已然

不再归属于“证明模式”的范畴了。进而，在事实认定阶段，裁判者面对具有可采性或证

明力的证据，需要通过心证自由判断该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高低，综合全案证据做出最终的

事实认定———这个阶段才是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运作的场域。

再者，印证学说的支持论者显然不是在控方举证及证明这一角度论证印证的，反而从

“法官”的主体身份出发展开论证，进而陷入了与证明方式、证明标准、证据采信、证据审

查判断等相关概念的混淆之中。如此，印证学说的内部矛盾、概念模糊、论证错位等缺陷

便明晰了。

最后，假设从印证学说支持论者的角度出发，认可其以法官为主体面向探讨证明模式

的做法，该学说仍将面临如下质疑：（１）“采用何种证明方法”这一问题约束的是诉讼当事
人（刑事诉讼中的控方）；（２）“证明”并不是法官的任务。就证据而言，法官的职责在于
“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并自由判断可采性证据的证明力”———认定事实；（３）针对
“如何认定事实”或“认定事实的方法”，诉讼发展史早已做出了回答：用证据认定事实，即

证据裁判主义。

３．印证亦非证明标准

印证学说源自我国司法现实，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现状的抽象概括。诚然，我国刑事诉

讼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比较抽象，尚未细致到足以为裁判者提供明

确指引的程度。进而，如何促进并实现“抽象证明标准的具体化”就成为值得探讨的学术

与实践问题。受此驱动，印证学说通过概括司法实践，将其抽象并升华为学术“理论”。

在前述立法背景下，为促进证明标准的具体化与可操作性，最初的印证学说也强调证明标

准的客观化。

之后，印证学说的发展受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影响。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
“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将其作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补充。为了契合新

修立法的精神，印证学说也由偏重“客观因素”转向吸纳“主观因素”。

修订后的印证学说则主张一种“把印证与心证、追证、验证相结合的新模式”，即所谓

“新印证证明理论”。〔２４〕 印证学说甚至主张，“坚持将印证方法作为案件事实认定，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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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印证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坚持印证主导，加强心证功能，注重追证作用，发挥验证功效。参见龙宗智：《刑事印证证

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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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综合判断的主要方法。在证据的综合判断上，只有符合印证规则，才能认定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２５〕 由此，印证学说声称，通过引入主观因素，印证中和了修法前客观

化的证明标准，兼具主客观双重面向。“印证证明”甚至成为现行法证明标准在操作层面

的“替代品”。此举进一步混淆了证明方式与证明标准的概念，模糊了客观化证明方式与

主观化证明标准之间的界限。这种“证明标准印证化”的现象曾遭到论者的尖锐批评，

“证明标准的客观化要求以实事求是对抗自由心证，以客观验证代替裁判者内心的主观

信念程度，即诉诸证据之间的互相印证性，并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来诠释

这种客观验证的程度，最终形成了证明标准印证化的结果”。〔２６〕

通过对印证学说核心命题的解析可知，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

联，但该学说的支持论者却“自陷”证明标准的“战场”上，并且与该学说的批评者展开论

争。这种学术争鸣貌似“错位”，但背后实际上大概可归咎于以下两个成因：其一，印证学

说在作自我定位时，把印证证明模式归入自由心证这个“证明方法”的亚类型，其本意大

概是跟非理性时代的神意裁判与法定证据制度“划清界限”，宣示其属于自由心证的现代

刑事司法体系阵营。其二，包括印证学说支持论者在内的许多学者对自由心证存在误解。

暂且不论其错误地将自由心证制度作为一种“证明方法”，但就自由心证的本意———自由

评价证据的证明力———而言，自由心证并非证明标准。论者所称证明标准意义上的自由

心证实际上是法国法中“内心确信”的另一层含义，即“法官内心确信被告人有罪时，当能

定罪”。于是，造成概念之间的混淆。

尽管印证学说从强调印证的客观化到融入心证等主观性因素，却不能说明印证本身

就是证明标准，亦无助于其所声称的“促进证明标准的具体化”。甚至，“证明标准的具体

化”就是一个“伪命题”。〔２７〕 究其本质，证明标准，从裁判者角度而言，即认定犯罪事实所

需要的证据程度；从控方的角度而言，即控方对指控事实成立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欧陆

法语境中的“内心确信”以及普通法系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均属于该证明标准（证明程

度）。尽管未得到具体适用，证明标准可能被“客观化”，但本质上证明标准仍是一个需要

诉诸于裁判者内心的主观标准。

根据印证学说的观点，印证是一种证明模式或证明方法，这就意味着印证的完成远远

未至证明标准的“领地”。首先，证明标准要回答的问题是：证明标准是否得到满足？答

案并不是模棱两可的，而必须是“是”（有罪）或“否”（无罪）。其次，对该问题的回答则要

建立在控方举证证明、辩方抗辩、控辩双方论争等程序的基础上，这些依附于刑事证据的

证明行为无涉法官。再者，法官回答该问题之前，需要掌握具有证据能力或可采性的证

据，并有权自由判断这些证据的证明力高低（即作为“自由评价证据”，或“自由心证”）。

概言之，控方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是裁判者在证据裁判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求之下，自

由心证的结果。该过程包含了法律推理与认知机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单纯地通过印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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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页。
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参见张卫平：《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法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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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单一关系远远未达到“证明标准被满足”的程度。

综上，印证学说的核心命题是矛盾的。印证学说对“证明模式”（或“证明方式”）的

界定不自洽；该学说下的“印证”并非其声称的“证明方式”。印证既不是自由心证的“亚

类型”，也无涉证明标准，与证明标准更是分属不同层面的两个不同问题。

二　“印证证明模式”的实质

鉴于印证学说对印证定义的偏差、对印证作为证明方法或证明模式之性质认定的错

位，本文在展开论证之前，有必要跳脱该学说对印证及印证属性的界定，抛开其所使用的

“印证”、“印证证明”、“证明模式”等容易导致语义淆乱，引发概念之争的词语，从该学说

的核心命题及论点出发（尽管印证学说论者似乎并未对其“理论”核心要义达成普遍共

识），剖析印证学说所倡导的“印证”的本质。

在论证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下印证学说对“印证”的界定。该学说认为，“在我国的刑

事诉讼中，是以何种方式使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从而做出事实判定的，我认为，可以用一

个词概括，即‘印证’”。〔２８〕 修正后的“新印证理论”更是进一步扩张了印证的适用范围：

“刑事印证证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利用不同证据内含信息的同一性来证明待证事实，这

里的同一性包括信息内容的同一与指向的同一。印证证明既适用于个别证据的判断，也

适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还适用于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相关性的判断。”〔２９〕

（一）印证是一种证据分析方法

印证是一种“简化版”的证据分析方法。证据分析之所以成为必要，乃是因为个案证

据的复杂性以及司法裁判的复杂性。印证却过分低估了证据群与证据分析的复杂性，简

单地将证据间关系通过对比同一性建立其连接，并通过该一致性来充足对某个待证事实

的“证明”。〔３０〕 该连接是单一的，建立在该连接之上的证明也是不充分的。诚如学者所

言，审判并不仅仅具有“不确定性”，更具“复杂性”；司法证明不是“概率的”，而是探寻

“相对似真论”。〔３１〕 随着刑事程序的推进，几乎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获得有助于证明的信

息或资料，而事实裁判者往往是在最后阶段才了解到全案证据信息，并依据其所知的全面

性信息做出事实认定。涉案人员众多、证据繁杂、专业性高等案件尤其如此。比如威格莫尔

图示法（ＷｉｇｍｏｒｅＣｈａｒｔ），其制作过程与思路，也凸显了对证据群进行整体分析的复杂性。〔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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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１０９页。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４９页。
坚持以印证为主导，要求“坚持将印证方法作为个别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的主要方法。尤其是对于有争议的

证据，应将证据间的相互印证作为证据审查的主要方法和判定标准”。参见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

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页。
如ＲｏｎａｌｄＪ．Ａｌｌｅｎ教授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一论点，参见ＲｏｎａｌｄＪ．Ａｌｌｅ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６２Ａｌａ．Ｌ．Ｒｅｖ．１０４７（２０１１）；ＲｏｎａｌｄＪ．Ａｌｌｅ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６０ＵＣＬＡＬ．Ｒｅｖ．１３８４（２０１３）；ＲｏｎａｌｄＪ．Ａｌｌｅｎ＆ＡｌｅｘＳｔｅ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
Ｐｒｏｏｆ，Ａｒｉｚｏｎ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５，２０１３，ｐｐ．５５７－６０２等。
参见［美］特伦斯·安德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著：《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朱婷、张月

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９页（本书第五章介绍了威格莫尔图示法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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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是在证据分析诸方法中，〔３３〕印证也只能算作是仍需其他方法检验的初级方法。

证据分析具有主体无涉性，证据分析方法也具有“技术中立性”。简言之，证据分析

及证据分析方法“人人皆可为（得）之”。参与诉讼的各方为了有效开展各自侦查、指控或

辩护等工作，均有可能利用到不同的证据分析方法。侦查机关侦查取证时，可以利用证据

分析的方法，如印证、设证法等。检控机关审查并决定起诉时，亦可以利用证据分析的方

法，如印证。辩护律师也可以通过证据分析，来辅助本方开展辩护。裁判者（陪审团或法

官）在认定事实乃至做出裁判时，亦可以利用证据分析方法，辅助其做出裁判。

需要指出并强调的是，证据分析方法尽管可为不同主体使用，但所获得的效果在程度

上甚至准确性上却存在显著差别。尽管作为一种证据分析方法，印证的适用并不强调主

体性，但不可否认，立场性偏向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无法消除的。例如，侦查人员的“印证”

以侦查取证为导向，更倾向于对其已掌握信息的“肯定性印证”，即“证实性偏见”。〔３４〕 法

证科学分析人员的检验或鉴定也存在此种认知性偏见。〔３５〕 再如，印证的效果直接取决于

分析主体所掌握的证据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证据数量影响互相印证的“环”的稀疏程度，

质量则影响印证证据的可靠性。表现之一便是辩方与控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武器

不平等”。

我国已有论者正确地指出，印证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分析方法，〔３６〕但同时认为，印证

“既可以实现对单个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亦可以审查全案证据的证据链条是否完整”。〔３７〕

对印证属性的界定，本文予以认同，但认为不应当高估印证作为证据分析方法的作用，反

而应当对印证分析的过程及效果保持警惕。印证学说对印证的广义解读与扩张适用实际

上已经超越了证据分析的功能。司法实务界则滥用了“印证证明”方法，尤其是证据间互

相印证的效果被视为证明标准的达成、证明负担的卸除，甚至被法官作为据以认定事实的

标准。更甚者，侦查机关为了实现证据间互相印证，“不惜违法取证，证据造假，没有印证

就不敢定案”。〔３８〕

故此，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运用印证开展证据分析时，还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

一，用于分析的证据（或信息）必须满足以下三个主要特征或资格的要求，即“相关性、可

信性、证明（推论）力或分量”。〔３９〕 尤其需要明确的是，通过印证所建立起的一致性并不

必然代表着可信性或者更高的证明力度。印证学说以真相融贯论、真相符合论等为“理

·１１１·

“印证理论”的表象与实质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证据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参见［澳］安德鲁·帕尔玛著：《证明：如何进行庭前证据分析》（第二版），林诗蕴、都敏、

张雪燃译，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页。
有关“证实性偏见”，参见 ＪｏｈｎＲａｆａｅｌＰｅａＰｅｒｅｚ，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３３ＹａｌｅＬ．＆Ｐｏｌ’ｙ
Ｒｅｖ．４５７（２０１５）。
参见ＰａｕｌＣ．Ｇｉａｎｎｅｌｌｉ，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ｉａｓｉ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５－ＳＵＭＣｒｉｍ．Ｊｕｓｔ．６１（２０１０）。
参见杨波：《审判中心下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９８页。
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５８页。
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美］特伦斯·安德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著：《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朱婷、张月波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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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托，并以归纳法、溯因推理作为运作机理，〔４０〕这些推理方法并不完全可靠，而是包含

着非理性因素。〔４１〕 第二，由于证据信息的获取并非完整，证据分析也有存在疏漏的可能。

完整的证据分析通常建立在充分的证据披露的基础上，如果缺乏足够的证据资料，则证据

分析将存在瑕疵甚至缺陷。因此，理想状态下，证据分析主体应当尽可能地综合目前掌握

的所有证据信息，梳理出案件争点，找出证据的薄弱之处，从而帮助己方提出更有利或者

更符合本方利益的诉讼主张。这就需要通过审前证据披露等程序来实现。第三，需要明

确的是，证据分析本身并不是诉讼证明，而仅仅是“开始”、“初始”、“起步”。既不意味着

证明活动的完成或证明过程的终结，更不能替代最终的事实认定。“证据之间的相互印

证并不等于已经达到了可以据以做出裁判的主观信念程度”，〔４２〕认识到这一点对裁判者

而言尤为重要。

（二）印证是一种证据审查判断方法

印证学说对印证作过分解读，并主张扩大适用范围，使其脱离了作为法院审查判断证

据方法之一的功能定位。在这个意义上，印证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法院），〔４３〕行为内容

则是：裁判者利用其它证据通过审查一致性来判断单个证据是否具有“真实性”。尽管支

持论者们倡导将其与心证等相融合，但此举除了增加与证明标准、自由心证等相关概念的

淆乱之外，印证学说（及修正后的新印证学说）下的“印证”（或其所称“印证证明”）仍然

没有摆脱其作为证据审查判断方式之一的本质。〔４４〕

所谓之审查判断证据，审查判断的是证据的什么？学理上尽管对其概念见解不一，但

有如下共同之处：“一是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基本相同；二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内容，即确

定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以及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等基本一致；三是都承认审查

判断证据是一个认识过程；四是对证据审查的目的都是为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对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结论，查明事实真相。”因此，审查判断证据，“就是根据证据的客

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标准，以排除假证，从而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做出合乎实际的结

论”。〔４５〕 本文对此并不完全认同，认为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容是证据的证据能力（或可采

性），如此，不仅可以明晰地界定裁判者审查判断证据的内容与范围，而且可以厘清作为

审查判断证据方法之一的印证与自由心证、证明标准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２１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印证理论”的作用机理，“一是真理（真实）融贯论，二是真理（真实）符合论，三是归纳逻辑与溯因推理”。参见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５６－１５９页。
考夫曼曾坦言，“法学方法并非完全是理性的逻辑推论的过程，有些方法是不确定的、非理性的，在此意义上是

‘不科学的’”。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著：《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分析》，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５９页。
尽管侦查机关在侦查取证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均运用到印证的“证明方法”，但这主要是作为一种证据

分析方法。

“印证证明既适用于个别证据的判断，也适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还适用于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相关性的

判断；其作用机理一是真理（真实）融贯论，二是真理（真实）符合论，三是归纳逻辑与溯因推理；其考量因素包

括参与印证的证据的品质、数量、清晰度，是否存在客观性证据尤其是隐蔽性证据，是否符合经验法则，是否合

理嵌入整体的事实构造，以及是否存在合理差异等。”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第１４９页。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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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能力（可采性）的有无需要“判断”，证明力的高低不需要“判断”。证据的可采

性问题（采纳或排除）〔４６〕属于预备性问题，〔４７〕通常在法院用证据认定事实之前解决。不

同法域下，裁决可采性问题均属于法院的法定职责。适用陪审团的英美法国家一般在审

前程序中解决，欧陆法国家则通过庭审证据调查予以裁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证

据的审查判断，指向的应当是包含“有无”之回答的问题，即可采性或证据能力的有无。

相较之下，证据的证明力则不需要亦不必要进行“审查判断”，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刑事司

法体系并不预先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规定，此所谓自由心证原则。〔４８〕 概言之，对于已经

认定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法官综合全案，自由审酌证据证明力的高低。而审酌证明力高

低的目的便是判断控方证明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则是，判断

被告人是否达到定罪标准。进而，自由心证与证明标准也区别开来了。

但是问题在于，我国现行法规定的证据的审查判断，实际上则融合了对可采性有无的

判断以及部分证明力规则。我国法上对证据证明力做出规定或限制的立法现象，被论者

概括描述为“新法定证据主义”。〔４９〕 纵观欧陆从法定证据制度的覆亡到内心确信制度的

确立这一发展史，试图通过证明力规则“指导”（或者“约束”）裁判者的做法早已被证明

是不可行的。〔５０〕 尤其在高度发展、复杂性增加的现代社会，立法者创设出一套万能的证

明力认定规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印证证明之所以超越其所谓“证明方法／证明模式”的范畴，与自由心证、证明标准相
混淆，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证据审查判断规则的模糊性与混杂性不无关系。我国法上证

据审查判断规则中所包含的证明力规则，似乎为印证证明提供了立法上的“正当性”。〔５１〕

综观我国刑事立法文件中涉及印证的规定可知，印证被用于辅助法院审酌庭前不一致陈

述（如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即通过审查“一致性”判断是否“采信”。此种审

查判断证据的思路实际上无涉庭前陈述本身的可靠性，亦不考虑庭外陈述的证据能力

（或可采性），而是把印证作为法官审酌其证明力的方法。换言之，首先要解决的是庭前

（不一致）陈述的证据能力（或可采性）问题，立法却利用印证的方法将其置换成证明力高

低问题，从而证据能力规则被证明力规则掩盖了。尽管如此，仍应当明确的是：证据的审

查判断主要针对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即某项证据应当被采纳还是被排除；印证，则属于

证据审查判断的方式之一；互相印证的效果只是微弱意义上的，作为判断证据真实性判断

·３１１·

“印证理论”的表象与实质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通常意义上，我国法上所用的“定案的根据”，意指用于认定事实的证据，大致与英美法上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欧

陆法上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相类似，但不完全等同。

参见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１０４（ａ）：“法院必须就一个人是否具有作为证人的资格、特免权是否存在以及证据是
否可采的预备性问题做出决定。”

如有论者认为：“所谓证明力审查判断模式，是指裁判者判断证据证明力大小的手段与方式，其主要解决的是单

个证据证明力和全案证据证明力的大小问题。”蔡元培：《论印证与心证之融合———印证模式的漏洞及其弥补》，

《法律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７２页。
陈瑞华：《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证据法定主义》，《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４９页。
参见施鹏鹏：《法定证据制度辩误———兼及刑事证明力规则的乌托邦》，《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２４页。
有论者把“印证”一词的英文从“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意为“验证”）更改为“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意为“补强”），此举加深了印
证与相关概念的淆乱。有学者概要考察了印证与补强的区别，参见周洪波：《刑事庭审实质化视野中的印证证

明》，《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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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性因素之一。

不可否认，在裁判心理上，裁判者可能倾向于认为：经印证的证据可能更具有可靠性，

进而会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证明力，但这种观念极具误导性。

首先，印证的与被印证的证据材料本身均可能不可靠，“被印证”的证据亦不必然具

有可靠性，因此并不必然可采。“印证”的过程并不涉及真实性判断，甚至形式上得到互

相印证的表象恰恰掩盖了真实性这一实质性问题。用于印证的证据自身也并非毫无限

制，至少应当具有相关性与可采性。经过印证的证据，亦不必然具有可靠性，换言之，被印

证了的证据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其次，印证所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性的、象征性的。证据间经印证建立

起来的联系缺乏推理，且具有相对性或对向性。尽管这种联系是相互的或双向的，但仍然

属于单一性联系，且这种互相印证的单一性联系极易陷入“循环”。

再者，印证对证据真实性的单一性“证明”并不宜扩张于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５２〕 换

言之，法院利用印证以及其他方法判断单一证据的真实性之后，并不需要再利用印证审查

判断全案证据。因为审查判断全案证据的直接目的在于衡量所有证据的证明力，〔５３〕进而

做出事实认定。这时，应当遵循自由心证之要求，由法院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并利用

常识、理性、经验法则、法律推理等综合机制认定事实。

最后，印证的完成既不是证明负担的卸除，也不意味着证明标准得到满足。〔５４〕 从刑

事证明与司法裁判的运作逻辑上看，确实需要借助印证来判断单个证据的真实性，但就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判断而言，印证仅仅针对单个证据是否“确

实”，无法涵盖证据“充分性”的问题。诚如论者所言，“在实践操作中应当让‘印证’证明

在审前事实建构和客观性证据审查判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５５〕 但是，对该“应有的作

用”应当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印证的过程并不涉及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力高低的判断。互

相印证的效果并不必然等同于证据真实性，亦不必然意味着更高的证明力。互相印证的

效果也不意味着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是否达到该证明标准需

要法官自由评价证据证明力之后做出判断。〔５６〕

三　从事实认定的视角检视“印证理论”

厘清印证学说带来的概念淆乱，并探究其表象之下的本质之后，可以窥见“印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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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坚持将印证方法作为案件事实认定，即事实综合判断的主要方法。”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页。
如英美学者多用“ｐｒｏｂ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或“ｐｒｏｂ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指代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而用“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指代多个
证据或证据群的证明力。参见王进喜著：《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２０１１年重塑版）〉条解》，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３０－３１页。
“在证据的综合判断上，只有符合印证规则，才能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

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页。
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７５页。
该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即对中世纪法定证据主义的否定，与法国法上“内心确信”的第一层含义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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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含的逻辑脉络：用于印证的证据Ｂ与证据Ａ具有一致性，则证据Ａ得到证据Ｂ的印
证，或称证据Ａ与证据Ｂ可以互相印证；进而，证据Ａ上附着的要素性事实得到证明（或
称证据Ａ具有真实性）；全案证据经印证“连接”后，便可认为达到证明标准，同时可以做
出事实认定。可见，所谓“印证证明”，直接从被其他证据印证了的证据跨越到（证据上附

着的）事实，证据被印证即事实被证明到法定证明标准，从而完成用印证证据认定事实的

过程。换言之，把“被印证”（或称“得到印证”）的状态等同于证明负担的卸除以及证明

标准的满足，用印证与被印证的“对向行为”来替代事实认定。

印证证明方法直接指向事实认定，甚至被作为某种事实认定机制，却有意或无意地用

印证证明掩盖了真正意义上的事实认定，并把“裁判者如何进行事实认定”这个问题简单

化了。实际上，印证本身并不能等同于事实认定。如果把事实认定作为目标，那么印证只

是实现该目标的方法之一。

对“裁判者如何进行事实认定”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转向诉讼认识论。“所谓诉讼

认识，也即诉讼活动中围绕纠纷事实而展开的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活动，也即，司法裁判

活动中的事实认定问题。”〔５７〕该认知活动包括以下两个环节，“裁判者的外部认识过程

（即针对证据的认识活动）与内部思维活动（即对案件事实的思维重构）”。〔５８〕 印证的过

程及证据间相互印证的效果恰恰掩盖了事实认定的认识论属性。作为证据分析方法、证

据审查判断方法，印证具有的工具性价值仍然无法充足事实认定这一认识论过程。

事实认定作为刑事诉讼中小前提的证成，是指法官根据已经认定的事实，从法律规范

的大前提中，得出推论———个案判决。〔５９〕 包括：（１）“证据”即事实认定的方法———此所
谓现代刑事司法中证据裁判主义的根本要求。（２）法官（或陪审团）是事实认定的主体，
这说明事实认定兼具主观性与主体性。（３）控方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方能促使裁判者做出
事实认定，换言之，即控方证明需要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裁判者方能认定指控的事实成

立。至于是否达到该标准，则仍需要由裁判者自由评判，此即自由心证。

（一）“印证证明”无法充足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

现代法治国语境下，事实的认定要依据证据，此所谓证据裁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刑

事审判正是围绕着“法官如何认定事实”展开的。事实、证据和事实认定是证据裁判主义的

三个核心要素，三者分别契合于命题、论证与结论的关系。“事实”具有法律属性，属于司法

证明的逻辑起点，用于认定事实的证据则应当具有相关性与可采性。“认定事实”即司法证

明的最终结果，在性质上有别于作为逻辑起点的“事实”，也不完全等同于客观意义上已经

发生的案件事实，而是“由证据建构的事实”，这意味着事实认定并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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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吴宏耀著：《诉讼认知论纲———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
吴宏耀著：《诉讼认知论纲———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８页。
有论者认为，“事实认定过程包括举证、质证和认证。举证和质证是诉讼双方的证明活动，认证则是事实认定者

采信证据的评价活动。采纳或排除是对证据可采性（证据能力）的裁定，采信则是对证据证明力和可信性的评

价……从本质上说，认证是事实认定者的一个内心确信过程，或者，是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能动解释的过程”。

参见张保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２４页。对该广泛意义上的“事实认
定”，本文恕不能认同。

参见张中：《法官眼里无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下的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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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据裁判主义的应然要求，用以认定事实的证据首先应当具有证据资格（或可

采性，或证据能力）。事实依附于证据，而认定事实则要求法官采纳或不采纳有关证据。

证据资格或证据能力的判断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具有优先性。证据可采纳与否的前提

是法律对采纳或排除证据做出规定，这种证据采纳规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保障证

据真实性进而保障裁判准确性为目的的规则；二是非为保障真实为目的的规则，如为实现

正当程序、人权保障等真实之外的目的而排除某类证据。〔６１〕 前者往往规定在证据法或刑

事程序法之中，即证据可采性规则；后者则往往源于宪法，如违反律师帮助权、违反禁止合

理搜查扣押等规定所得证据应当被排除。尽管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来源不同，但这

两类证据采纳规则的核心要旨均在于：把不真实、不可靠或违宪所得的证据排除在庭审之

外，从而将其排除在裁判者心证范围之外。

印证证明则并不关注证据的证据能力或可采性。用于印证的证据或被印证的证据本

身可能并不可采信———或因违反证据可采性规则，或因违反非法取证等程序性规则，而仅

仅关注证据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即便达到互相印证的效果，该一致性也是可反驳、可推

翻的。印证证明的运作逻辑尤其会给侦查人员带来偏见性误导。以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为例。通常，刑讯获得的自白并不一定不可靠，但通过利用其它证据

与该非法所得供述的“印证”，侦查人员可以在心理上与形式上“洗濯”刑讯的“污点”。

或者反向行之，如有其他证据与非法所得自白相印证，该用于印证的证据则可以用于迫使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自愿供述，从而“覆盖”非自愿性供述。由此可见，作为学理抑或

规范，印证证明似乎并未对司法实践起到足够“良善的”指导性作用。

此外，证据裁判主义还有另一项要求，但却未受到足够重视，即：用以认定事实的证

据，不仅应当首先具有证据资格，还应当经过控辩双方的论辩。此举旨在保障辩方获得有

效辩护的权利，针对于己不利证据提出积极抗辩的权利。刑事诉讼语境下的“论辩”体现

为欧陆法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英美法中的交叉询问（如对质权与传闻规则）。前者主要为

欧陆国家所用，即通过法庭上的论辩来调查证据的真实性；后者则主要为英美国家所用，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判前整理程序也大致循该思路。不管其在程序上表现为何种方

式，其最终目的均是作为可采性规则的补充，将其置于“论辩”的机制与程序之中。

印证学说下的“印证证明”往往以侦查取证、控方指控为导向，恰恰欠缺对辩护因素

的考量。如果仅通过考察比对证据之间的一致性来完成印证的话，就似乎没有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的必要了，这就进一步“压缩”了刑事辩护发挥作用的空间。退一步讲，在保留

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的情况下，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的指向与目的似乎也沦为对证据的

印证或证据之间的互相印证：或是一方通过印证来“证实”本方事实主张的合法性或本方

证据的真实性，或是一方通过印证来“证否”，以提出“合理怀疑”。这种思维主导下的庭

审远未达到“论辩”的程度，反而加剧了庭审“空洞化”，甚至从裁判者内心强化了“书面审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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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参见［美］米尔吉安·Ｒ．达马斯卡著：《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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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正当性。这种印证思维主导下的庭审甚至有违庭审实质化的根本要求。〔６２〕

如果把证据裁判主义所蕴含的论辩性维度做一个横向延伸，则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

证明责任分配机制。该机制实际上与刑事实体法上对犯罪构成要素的界定密不可分，甚

至可以认为，犯罪的内部结构决定了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方应当

承担犯罪成立的证明责任，并且要满足较高的证据标准。尽管如此，刑事实体法上的免责

性事由（如欧陆三阶层理论体系下的有责性、英美双层犯罪体系下的积极抗辩事由），应

当由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则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事实上，对于有责性或免责性

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国家做法不一。这就意味着，辩方在证明责任分配机制中存在

“可争辩”的空间。然而，印证证明的思路与逻辑却无法内嵌到证明责任分配机制中。

以正当防卫为例。在当前印证证明的功能得到扩张的语境下，印证对于辩方而言是

相当高的要求，在个案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其一，行为人符合违法性要件的行为已经

“该当”了犯罪的实质要件，就控方而言，印证效果已达到。其二，正当防卫所针对的有责

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辩方对此提出的抗辩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事实与法律的“主张”，除

了言词证据之外，鲜少有实物性证据用于“印证”，实际上很难得到“印证理论”所论之客

观化的“印证标准”。其三，就证明标准意义上的印证而言，正当防卫这一待证事实便存

在两个层次：辩方提出证据义务或者争点形成义务层面的证据标准，以及控方就该待证事

实承担的说服责任（或真伪不明时的证明责任）的证据标准，而这两个证据的印证标准显

然不能等同，否则对于辩方而言，则“显失公平”，甚至可能有违正当程序、公正审判等基

本原则。〔６３〕 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从现行体系中也无法做

出正当且自洽的解释。综上，不管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在证据裁判以及刑事证明的体系

下，印证都不宜作为证明方法或证明标准。

（二）“印证证明”偏重证明标准的客观化

控辩双方向裁判者展示了全案所有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后，裁判者要自由评价证据，

判断控方证明是否成立、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此时需要转而考察裁判者的内心。〔６４〕

不管是从控方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这一角度，还是裁判者定罪所要达到的程

度（定罪标准）这一角度，事实认定均包含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既受制于裁判者的个人认

知，也受制于所获得证据的充分程度。这表明事实认定过程必然包含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甚至可错性。〔６５〕

诚然，证明标准的客观化是我国立法与司法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我国刑事司法体系

对真实发现以及客观真实的苛刻追求，导致其尤为偏重证明标准的客观化。“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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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参见周洪波：《刑事庭审实质化视野中的印证证明》，《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４６－４７页。
如有观点认为，“辩方形成正当防卫争点时不应强求印证”。参见兰荣杰：《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分

析》，《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８５页。
正如惠特曼教授所言，英美法上的“合理怀疑”尽管被当做事实证明机制，但其原本而且应当是道德慰藉程序，

它探究的是裁判者的内心。参见［美］詹姆士·Ｑ．惠特曼著：《合理怀疑的起源》，
!

化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二版，“第一章 论事实证明和道德慰藉”。
“证明标准是一个概率标准……按照‘证据之镜’原理，证据的不完全性、非结论性、模糊性、可信性等，都决定了

事实认定的盖然性或可错性。”张保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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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立法意旨在于维持个案裁判的正确性，即保障案件结果符合实

体上或客观上的真实，或者尽最大可能地接近实体上或客观上的真实。２０１２年《刑事诉
讼法》在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进一步解释中，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新规定。〔６６〕 尽管如

此，由于立法态度的暧昧不清，加之司法实践的犹豫踟蹰，为证明标准加入主观化因素的

立法意图实际上落空了，“排除合理怀疑”也被架空了。〔６７〕 证明标准客观化的实质并未得

到改变。

借用印证学说的“印证”一词，可以认为，印证证明恰恰“印证”了事实认定标准的客

观化。印证学说坚持通过其宣称的“精致化”的印证技术，以指导裁判者审查判断证据，

但往往“互相印证”就被异化为等同于“完成心证”。因此，尽管融入“心证”这一主观因

素，但印证证明学说整体上仍未真正包容证明标准（或事实认定标准）的主观性。在立法

层面，我国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
分”的条件之一，此举的初衷似乎在于融入主观性因素，以“中和”证明标准的“强客观

化”。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高

法解释”）第１０５条却把排除合理怀疑与“印证”同列，作为全案只存在间接证据时如何
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裁判标准”（或证明标准）。然而，本条规定的五项内容实际上却是

间接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并不能等同于做出有罪裁判的证明标准。换言之，“高法解

释”本条不仅混同了印证标准、证据采纳标准和证明标准，甚至架空了排除合理怀疑的

“主观内核”。〔６８〕

实际上，对认定标准客观化的偏好并不为印证所“独有”。我国刑事司法体系整体上

（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均渗透着这种偏好，这与我国法文化传统上一直以来所秉持的

“客观真实观”密切相关。受这种真实观念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与证据法以真实发现

为首要要务，最大程度地追求客观真实以及裁判的准确性。这种“客观化的极致表现”并

没有对真实发现的模糊性以及裁判结果的可错性表达应有的宽容；反而，在现实无法达到

这种“极致”的情况下，刑事司法体系便受到扭曲———用所谓客观化的表象掩饰甚至粉饰

“人为操控”的司法恣意。

然而，即使是绝对意义上的客观主义———更何况现实中并不存在，纵然存在也无法实

现———也不能完全消除刑事误判发生的可能性。刑事司法体系只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事实

认定的错误率，例如，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得到充分有效地行使，此举可作为预防错误的机

制。定罪后的救济机制则可以提供纠正错误的机会，如二审上诉、再审等程序。

认可证明标准的主观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法官如何判断控方证据达到证

明标准；或者法官何时方能给被告人定罪。如前所述，应当把证明标准与自由心证区别开

来，二者属于不同的机制，拥有各自的功能。但作为基本原则的自由心证往往是一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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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５３条第２款：“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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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纵博：《“排除合理怀疑”适用效果的实证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共４０件案件为样本》，《法学
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３９－４０页。
参见吴洪淇：《印证的功能扩张与理论解析》，《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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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在该前提下，是否定罪或证明标准是否达到，应当由法官自由审酌证据证明力之后，自

由判断。诚然，自由心证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以证据裁判原则为前提，还要受到

常识、逻辑与经验法则以及外在因素的限制。〔６９〕 此外，裁判者（乃至所有法律人）的思维

活动还要符合法律推理的一般性要求。〔７０〕

（三）“印证证明”拒斥裁判者的主体性

印证证明对事实认定标准客观化的偏好还指向另一个司法现实：拒斥裁判者的主体

性。在某种程度上，对主体性的否定也可以认为是客观化标准偏好的结果之一。换言之，

印证证明对事实认定标准客观化的追求同时也意味着并不存在裁判者发挥“主动性”的

空间。正如新印证学说所倡导的，“坚持印证主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将印证方法作

为个别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的主要方法……二是坚持将印证方法作为案件事实认定，

即事实综合判断的主要方法”。〔７１〕 可见，利用印证方法所获得的“互相印证”才是裁判者所

期望达到的效果。原本，事实认定属于认识论范畴，涉及常识、逻辑、经验法则的运用，而印

证过程的客观化却拒斥了事实认定的主体性，忽略了裁判者作为理性人的主体性功能。

印证学说对裁判者主体性的拒斥（与其对事实认定标准客观化的偏好一并）例证了

我国法对裁判者理性思维和认知功能的辖制。换言之，立法者对裁判者依据庭审所得证

据做出准确裁判的能力表达出“不信任”———抑或对其没有抱持足够的信任，否认裁判者

在刑事审判中的主体性，反而倾向于寻求外化的、具体化的客观实在。该立法现实无助于

裁判者独立司法品格的形塑，裁判者对自身主体性的“不自信”反过来又使其屈从于“自

我理性的压抑”。与我国法相反，普通法系与欧陆法系则以不同形式认可了裁判者的理

性。例如，受乐观理性主义影响的英美刑事程序法与证据法认为，事实裁判者（法官或陪

审团）具有常识和理性，并能胜任利用常识和理性认定事实的裁判职责。〔７２〕 再如，在欧陆

法语境下，作为司法官僚的职业法官则与外行不同，具有超越常识的法律专业知识。

对此，我国亦有论者指出，印证实际上隐含着“权力支配”。如有论者指出，追求客观

细节的印证证明模式更能获得体制内部上级机关的认同（如司法的行政化审批），这恰恰

与我国刑事司法体系行政化运作的特征相契合。〔７３〕 背后支撑这种“细致化印证证明”的

是我国权力垄断的司法体制和侦查中心主义理念，该体制和理念下的“印证证明模式”缺

乏正当程序的支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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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钰雄著：《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１－１２３页。
“法律推理是特定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从已知的法律和事实真相合乎逻辑地推想和论证新法律理由的思维活

动。”张保生著：《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９页。也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单
独的法律推理一说，换言之，法律推理的方法并不仅仅为法律所独有，但它们在某种特定意义上的确是独特的。

“这种独特性体现在，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主要特征可以看作是这样一条道路：它可能只是通往某个决定，而

不是通盘考量之后得出的那个对于当下案件来说最佳的决定。”参见［美］弗里德里克·肖尔著：《像法律人那样

思考：法律推理新论》，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页。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４页。
参见［英］威廉·特文宁著：《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莫尔》，吴洪淇、杜国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版，第２４－２５页。
参见秦宗文：《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８６页。
参见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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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压抑裁判者理性之外，印证证明还起到另一个与之矛盾的效果，即印证容许甚至

纵容了裁判者滥用司法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但不限于）三个方面：其一，印证证

明的运作机理包括归纳法与溯因推理，但归纳法也包含有非真，溯因推理更是充斥着非真

与概率。〔７５〕 这些推理方法适用于个案裁判时，其固有的局限性甚至缺陷会被证据信息的

不完整性、个案情节的复杂性、刑事审判的不确定性等综合因素“放大”，极易导致司法裁

判的恣意。其二，目前我国法院裁判文书说理机制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恣意与权

力滥用。如学者所言，“假如没有达到证据相互印证的程度，法官即使相信证据的真实

性，也不能作此认定”。〔７６〕 然而，通过印证，法官则可以获得正当化的表象，并在心理上自

我说服，借以逃脱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甚至成为法官逃脱个人责任的借口。其三，印证

模式助长了裁判者的“思维惰性”。仰赖印证，法官形成了司法惯性，即“在侦控机关单方

建构的有罪偏向证据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权衡”。〔７７〕 在思维形成机制上，受印证模

式统辖下的法官极易形成如下错误见解：完成印证，就可以定案了，于是便可以不诉诸于

内心，即便是内心尚有疑惑，仍然可以弃之不顾，毕竟形式上已经完成印证了。形式上貌

似“精致”的印证又促使法官逃脱了良心责任。

综上所述，认定事实，需要以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为依据，需要裁判者判断控方证明是

否符合相应的证明标准，判断该标准是否满足则诉诸裁判者的内心活动，进而需要自由心

证制度为裁判心理提供保障。不可否认，本质上，事实认定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主体性

的。〔７８〕 其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主体性则强调裁判者个人的认知因素。相反，印证学

说下的印证证明掩盖了事实认定这一核心机制。即使是强调“心证、追证、验证”相结合

的印证也无法充足证据裁判主义的根本要求。追求极致客观化的印证偏好事实认定的客

观化，对事实认定标准的主观性以及裁判者的主体性缺乏正确的、充分的认识。

余　论

“印证理论”的核心命题即“印证是证明模式（方法）”，是对印证属性的错误界定，造

成与自由心证、证明标准等相关概念的淆乱。究其实质，印证既非证明模式，亦非证明标

准，而是一种证据分析方法，也可作为一种证据审查判断方法。“证据互相印证”的效果

既不能充足证据的真实性，也不必然意味着有较高的证明力，更不等同于证明标准已达

成、证明负担被卸除。印证从证据直接跨越到事实，未通过法律推理、诉讼认识论等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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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因推理（或设证法），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首创，是区别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方法，常常被等同于

最佳解释推理。该推理从结论出发，包含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具有相当的不可靠性。参见［德］阿图尔·考夫

曼著：《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分析》，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３－１２７页。
陈瑞华：《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证据法定主义》，《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５２页。
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７０页。
我国已有学者注意到“分析”、“认知”等主观性因素之于刑事司法证明的重要作用，但仍然仅仅停留在“主观性”

这个单一层面。参见谢澍：《迈向“整体主义”———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转型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
年第３期，第１９６页。然而实际上，主观性功能得到充分有效发挥的前提还在于肯定并认可事实认定者（以及法
律认定者）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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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来建立并证立二者之间的联系。裁判者片面依据印证择选适用证据、认定事实的做

法有违合法律性，也缺乏正当性。印证低估了事实认定的复杂性，亦无法充足证据裁判主

义的要求。尽管融合了“心证”的因素，但“印证理论”仍强调并追求证明标准的具体化与

客观化，否定事实认定标准的主观性，拒斥裁判者的主体性。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正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等多项改革，评估改革

是否成功的标准必然是多元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刑事司法价值多元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已经成为刑事司法基本共识的当下，我国还应当在肯定裁判

复杂性的基础上，摈弃印证理论可能造成的淆乱与误导，消除“证据替代品”充斥法庭给

庭审实质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强控辩双方在庭审场域的“论辩性”。进而倡导认真对待

证明机制的公正性、事实认定的主观性、裁判者的主体性。

不可否认，“印证理论”作为一种学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诚然，学术研究贵在创

新，但创新之词语如果缺乏规范性，不仅无助于促进有益的学术争鸣，反而会进一步加剧

法律语言体系的支离破碎，不利于促进学术研究话语的一致性。理论界与实务界概念体

系的不一致无疑是造成我国刑事司法“书本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学术研究与司法实

践相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并非旨在全面批判或推翻“印证证明理论”，亦非否定印

证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积极作用，而是希望透过对印证本质的探寻摆正印证在刑事裁判

乃至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位置。通过对印证学说所持见解的勘误，达到厘清概念混淆之目

的。以此为基础，倡导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并深入研讨刑事证明、司法决策、裁判认知等

相关议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ｏ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ｎａｍｅｌｙ“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
ｍｏｄ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ｏｆ”，ｉｓａｎ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
ｓｕｃｈ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ｓｉｎ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ｐｒｏｏｆ．Ｉｎｆａｃｔ，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ａ
ｍｏｄｅｏｒｗａｙｏｆｐｒｏｏｆ，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ｒａｗａｙ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ｕｔｓｏｆ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ｃｔ，
ｗｈｉｃｈｍｉｇｈｔｔｒｉｇｇｅｒ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ｖｅｒｂｏｔｈ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ｎｏｒｄｏｅｓｉ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ｍｅａｎｈｉｇｈ
ｐｒｏｏｆ．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ｖｅｎｍｅａ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ｏｒ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ｐｒｏｏｆｉ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Ｄｅｓｐｉ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ｅｄｌ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ｏｏｆａｎｄｄｅｎｉｅｓ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ｏｏｆｒｅｓ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ｅｒ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责任编辑：王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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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理论”的表象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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